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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抗爭性政治參與與民主體制運作 

吳親恩助研究員（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市民社會的品質與強度一向被視為民主體制運作良好的關鍵，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如果缺乏足夠的市民社會組

織，個別或集結起來反映公民的聲音，則無法避免統治者的濫權或甚至退回到威權統治。儘管學界對於市民社會的

重要性已經有相當的共識，但是對於如何定義與測量市民社會並沒有一致的結論。既有文獻有的將市民社會定義為

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或過度簡化為純粹的數量多寡，而不是去了解實際的參與活動，使得連結市民社會與民主運

作關係的推論相對困難。究竟是哪些面向或部分的民主體制運作是受到市民社會組成或參與型態的影響？本研究為

一跨國計畫的一部份，成員包括美國、台灣、波蘭、南韓與匈牙利的學者，藉著登錄市民社會中實際發生的活動，

觀察選舉參與之外的各種抗爭性參與，來分析與比較市民社會活動對於民主轉型與品質的影響。觀察的範圍是從

1987 到 2005 年。這裡將報告台灣的整體趨勢，並引用其他國的經驗作為對照。 
首先就抗議事件的規模來說，可以分成幾個部分來觀察，包括事件持續、範圍、參與者數目以及全部抗議事件

數目等。從跨年資料來看來，超過 90%的事件持續時間都不超過一天，抗議事件的發生範圍，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

鄉鎮或縣市的範圍之內。參與的人數 70%是在兩百人以下，超過一千人的大型抗議人數不多。抗議事件的總數出現

過兩次高峰，在解嚴之後抗爭事件逐漸增加，人民與社會團體在組織與動員的能力與興趣上不斷增加，到 1991-1993
年之間達到一個高峰，每年有 400 多件抗議事件，之後出現下降，但到了 2000 到 2002 年之間達到另一個高峰，2003
年之後又出現下降的趨勢，但維持在 500 到 600 件之間。這顯示解嚴以及政黨輪替提供了市民社會參與者機會來進

行組織與動員。 
在參與者方面可以分兩部分來觀察，參與者背景與領導的團體。在參與者方面，最主要有兩大類，首先是職業

背景的參與者，包括製造業勞工、農民以及服務業勞工，整體來說職業背景的參與者的比例逐年降低，特別是勞工

參與的數目下降更是明顯，隨著產業外移，勞工發動的抗爭佔全體事件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產業外移的容易加上

企業規模相對較小，使得台灣的勞工相對其他幾個國家的勞工運動是較為平靜的。社會團體與社區性背景的比例則

逐漸增加，其關切的是各種社會以及社區週遭的議題。此外，政治人物背景的參與者數目也很多，大約都達到

10%-20%之間。而在抗爭運動的領導團體方面，透露的訊息也很接近，勞工與農民團體組織的抗爭事件出現下降的

趨勢，社會與社區性組織的比例則維持較高的比例。此外，政治行為者，包括各級政府、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廣泛的

組織了許多抗議事件，特別是許多大型的抗議活動事實上是由政黨所發動，目的其實是在造勢與動員選票。政治人

物與政黨積極介入或甚至發動抗議活動，模糊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際，市民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動員的，而不

是完全獨立於國家與政府之外。 
至於抗爭事件的訴求方面，歷年的觀察結果顯示在民主化的初期到 1990 年代末期之間，經濟以及政治議題一

直是最重要的兩個議題，經濟議題主要涉及勞資的衝突與民營化等議題。政治議題則涉及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國家認

同與定位的訴求。相對於波蘭與南韓的轉型經驗，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一個由政府菁英推動的轉型過程，市民社會在

轉型的發動上並未扮演直接的角色，不過之後在推動民主的深化以及政治體制的改革時，市民社會開始扮演重要的

角色，例如 1990 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促成國會全面改選以及廢除刑法 100 條運動等等。在許多西方國家受到重視

的墮胎、同性戀以及愛滋病者權益等議題，則一直沒有受到台灣人民的關注。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後，在抗爭事件

中經濟與政治議題的重要性逐漸減弱，隨著製造業逐漸外移，經濟衝突慢慢減少，其次，民主的深化，要求制度改

革以及補償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的訴求逐漸減少。相對的，社區與環境議題的重要性則逐漸增加，不過環境議題關

切的大多是居家附近的污染與保育問題，對於大範圍的環境保育關切得較少，說明人們最關切的議題是圍繞在他們

生活週遭的事情，而不是一些較遙遠的議題。至於教育與文化議題在抗爭事件中的重要性則一直不是很高。 
在被抗爭對象方面，提供了相近的訊息。被抗爭對象方面主要包括兩個部分：政府以及企業，政府部門一直以

來都是最重要的被抗爭對象，企業作為被抗爭者大約佔了 15-20%的抗爭事件。在政府部門之中，中央部會行政機

構一直以來是最重要的一類型，不過近年來地方政府在抗議事件中作為被抗爭者的比例已經超過中央政府。與此類

似，立法院與監察院在早年的抗爭事件中成為被抗爭者的比例約有 15-20%，不過近年來已經下降到 5%左右。 
在抗爭事件所使用的手段方面，絕大部分是和平的手段，涉及使用暴力的事件非常少，且近年來更出現下降的

趨勢，降到 5%以下，這部分包括攻擊政府建築物與執法者衝突發生受傷等，大規模的衝突與傷亡事件在台灣很少

出現。在和平手段中，部分是非暴力阻礙公共秩序者，例如遊行、罷工與封鎖建築物，這部分的比例大約是 3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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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另一個部分則是並未阻礙公共秩序者，例如集會、陳情與記者會等等，這部分約佔 6 到 7 成，顯示台灣的抗爭

事件絕大多數是非常平和的。而在政府對抗議事件的處理方面，七成以上的抗議事件中政府沒有介入，在政府介入

的事件中，絕大多數也沒有使用武力，涉及使用鎮暴警察的事件相對非常少，而且近年來有減少的趨勢。此外，95%
以上的抗議事件並未造成人員與財產的損失、或是有抗爭參與人員被逮捕或起訴的情形。這部分與南韓的抗爭經

驗，剛好成為明顯的對照 
當然在分析抗議事件的型態之後，我們也可以觀察抗爭事件的影響，這可以分兩部分來觀察，立即的反應以及

政策的改變，政策的改變包括行政程序以及法律的改變。大部分的抗議事件並未獲得被抗爭者的立即回應，只有

10-15%的事件獲得被抗爭者的部分或全部回應，另外有約 20%的事件獲得被抗爭者的同意進行研議。至於政策的變

化方面，大約只有 20-30%的事件最後造成政策的變化，這其中大多是涉及行政程序上的改變，若是涉及政策層次、

需要修法的議題，困難度較高。此外被抗議的訴求若是停止興建正在規劃中的建案，較易有可能獲得被抗爭者的應

允進行修正。而若該興建案對於整體經濟發展有密切相關者，較不容易獲得政府的積極回應。此外，若我們進一步

依照抗議的訴求區分來觀察政策影響，可以發現，社區與環境議題獲得被抗爭者回應的機會最高，經濟類次之，政

治類最低。 
從民主化之後台灣抗爭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幾個趨勢。首先是關於市民社會的監督力量。一方面，資料顯

示市民社會團體最關切的是社區性的議題，對於涉及整體社會利益的議題關切較少。此外，民主化之後常常出現政

黨及政治人物將市民社會成員動員至政治性的場域之中，來進行政治上的競爭，這部分當然與近年來台灣社會在國

家認同上的對立有關，市民社會也因為認同的差異而無法整合，反而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這兩個現象相當程度說明，

與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一樣，台灣市民社會缺乏獨立性，無法有效的監督政府與政黨的可能濫權，或是驅使政府進行

必要的改革。 
另一趨勢涉及民主體制對抗爭運動的回應能力與影響。抗爭事件中勞工參與與工會運動減少以及經濟議題的比

例降低，反映產業外移之後，相關事件與訴求逐漸減少，不過另一方面這也反映民主體制回應的限制。這部分從政

府的回應也可以看出，經濟問題的回應難度相較社區問題來得高，因為全球化與產業外移的影響，製造業、農業或

服務業勞工的抗議比較難獲得政府的回應。獲得被抗爭者回應的機會中政治類最低，說明在民主化至今政治性議題

的變遷，前期的政治訴求在政治制度的變革以及政治受難者的補償問題，相對容易解決，各方的共識也較高，但是

後期政治訴求轉變成為國家認同以及定位的問題，受到認同的對立以及國際政治結構的限制，政府處理的難度變

高。最後，可以看出台灣的抗議政治相對溫和，近年來更為明顯，大型抗爭事件數目並未增加，所以即使民主體制

時常無法有效回應抗爭者的訴求，台灣並未如東亞鄰國，持續出現大規模且政治化的抗議事件，更未形成對民主穩

定的威脅。 

 

 


